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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族学与历史学视野

冯 建 勇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于国家层面竞争失利而经历的挫折感，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

从边疆地区面临的分离危机来思考民族问题，不断地从学术层面构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历史，

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希冀将边疆民族统合到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框架之内。但对于一些民族

学家和民族志社会学家来说，民族与政治间的紧张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提出用“民族平等，文化

多元”作为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由此，两者构建了迥异的民族叙事框架。尽管历史学家和民族

学家在学术观点上有诸多分歧，但他们普遍将构建中华民族视作一项神圣使命，并且形成了基于

中国边疆本位的历史观；重新审视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从学理上检讨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而将

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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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因抗战军兴、国府西迁，内
地学术机构与学人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不得已避居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受此影响，１９３６年
以前中国学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受到了阻遏。不过，这种情形不能包括边疆研究在内。根
据马长寿的观察，当其他学科面临凋零，停滞不前之际，边疆研究反倒获得了新生，“呈现出一
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①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十年间，边疆、民族研究一度成为显
学。追寻其内在缘由，乃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１）由于政府西迁，人文荟萃于西南边疆；
（２）中央播迁西南，边疆地区成为中央的主要屏障，其在战略上与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之势；
（３）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是因为时人“把握现实，揣摩时髦，以自列于通达
之流”。②

这种认识大致符合客观事实，彼时边疆、民族研究为各派学者所借重，各种论著、专业杂
志、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边疆研究在抗战期间所展现出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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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５０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思想史”（项目编号：１５ＢＺＳ１０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ＺＤＢ０２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审查期间，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诸
多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② 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边政公论》１９４６年第４卷第４期。



世致用”———基于化解边疆分裂、民族分离危机的考量，有关边疆与民族的研究在时人眼中呈
现出独特的实践性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虽兴起于清代道、咸、同、光之间，但真
正形成学理化、体系化的研究范式则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术背
景和政治立场，对“民族—国家”做不同表述。通过梳理这一时期各种边疆、民族研究成果及学
人、学术团体、杂志报纸的活动轨迹，较为全面地呈现边疆、民族研究学人的研究范式及其不同
取向，实为一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

关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叙事的大致情形，近些年来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聚焦

１９３９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进行了颇具建设性的探讨。① 本文的研究目
标，乃是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民族研究与学者的学术背景、所处时代的政治背景及意
识形态相联系，以此审视不同的“民族”叙事和解释框架。出于研究的方便，笔者主要通过考察
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民族”及相关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勾勒这一时期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
的中国“民族”叙事文本；同时希冀通过纵向的学术发展脉络梳理和横向的对比，检讨各种“民
族”诠释架构的异同，再现这一时代学人的思想观点。

一、“中国本位”的民族学论说及其实践

１９世纪，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科学的复兴，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

会科学得以蓬勃发展。大体而言，政治学、社会学多被视为研究现代国家或“文明”民族的组织
之学；人类学则以史前人类与现世的弱小民族或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这种学术上的分工，虽
然于研究上有分类的便利，但无意中基于“进化论”的观点将人类分为两种：一种为初民社会或
原始民族，一种为文明人或文明民族。它进而将文化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初民只有文化，文明
人始有文明。亦正缘于此种学术分工，西方人类学、民族学被应用于优化列强海外殖民地的经
营与管理。②

民族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被引入中国之初，“发现他者”同样是中国民族学家努力钻研的
一个重要主题，对异文化的探寻以及对自我与他者关系之考量，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核心内
容。③ 但在１９３５年前后，随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的兴起，④一些民族学家意识到，用
一百年前以欧洲民族经验为基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解释中国当下的民族和民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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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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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星：《“边政学”的再思考》，王庆仁等主编：《吴文藻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９—４８
页；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马戎：《如何认识“民族”和“中华
民族”———回顾１９３９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华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
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及其当代意义———关于长征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的研究》，《民族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１期；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黄克
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郝时远：《中国民族学学科
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的思考———兼谈人类学的学科地位》，《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谢燕清：《中国人类学的自我反思》，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构建：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有关“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之发起与演进情形，详情可参见关海庭：《１９３５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
战》，《史学月刊》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题，尚存在一个“互洽”与“适用”的问题。
黄文山曾提出一个疑问：“吾国民族文化，受西洋文化之急剧的侵袭，整个社会组织与文化

体系，为之崩溃与解体，吾人将何以使固有之文化与西来之异型文化调适而交流？”即是说，与
迷恋西化思潮的学者通常预设源自西方的民族学可以直接套用于中国不同，也与文化保守主
义的学者一味排斥西方的民族学及其理论不同，民族学如要在中国加以运用，必将经历一个
“调适而交流”的改造过程。至于其具体路径，黄文山倡议，民族学建设要以“中国本位文化之
建设”为指导，在方法上，撷取西洋近数十年来进化派、历史派、功用派方法学之菁华，而去其糟
粕；在资料上，则可参考欧美日本无数民族调查之成绩与先例，以为解释及整理中国民族文化
之张本。① 李济对该问题做过极为形象的描述：
现在中国学者，既对民族学发生强烈的兴趣，做积极的工作，就应当不迟疑的接受一种新责任。这并不

是说我们应该另起炉灶，这是绝对的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欧美学者，费了千辛万苦，积了实在不少的材

料；创制了不少可用的方法。我们只消三四年的工夫，就可以轻轻学来。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人家的。不过我

们要学，就应该学那最精彩的一部分。至于他们所堆积的材料，我们应该明白：那可靠性是极不一致的。现

在有一个最危险的学术现象，就是把这些可靠性不一样的材料，凑在一起，拿来与中国某一种现象比较，作些

推论。如此应用比较法，我认为是一件悲惨的事。能够避免，就应该避免的。②

李济在此特别强调，一方面固然要学习欧美民族学好的研究方法，但在另一方面仍需对欧
美民族学积累的学术材料取批判性学习的态度。此后，马长寿进一步提出，所谓“中国的民族
学或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③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民族学之问题，岑家梧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１）观点
上，摆脱欧美民族学所主张的“人种不平等说”，基于统一的中华民族立场，承认中国国内民族
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２）方法上，欧美人类学所用的多是比较法，处处求异，以期发现土人
与白人的不同，来建立他们的理论，达到他们统治殖民地的目标。中国民族学亦同样地使用比
较方法，却不能求异，而是处处求同，也就是说，要从各民族的文化上求出一致之点，指出中华
民族文化的统一性。（３）内容上，应根据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的观点，致力于阐述中华民族的
统一性。④

综上考察，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家已经致力于构筑“中国本位”的民族学，即对发源于欧美国
家的民族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实现民族学的“中国化”。对他们而言，如果说欧美国家的民族
学基于殖民主义统治的传统、藐视“文化野蛮劣等”的殖民地民族而得以创出和发展，那么民族
学在中国的生成、发展路径，则应对内以推进国内各民族平等、对外以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利
益为要务。
彼时，作为构建本土化中国民族学的初步尝试，首先，一些民族学家对民族学研究为殖民

主义服务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在一些民族学家看来，如果说帝国主义多用民族研究的成果为殖民政策张本，⑤那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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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民族学研究集刊》１９３６年第１期。

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社会学学报》１９４１年第１卷。

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边政公论》１９４７年第６卷第２期。

岑家梧：《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南方杂志》１９４６年第１卷第３、４合期。

杨成志提出，各国殖民研究机构的设立，殖民学校的训练和所谓“殖民学”的提倡，便是证明（参杨成志：《民族学与
民族主义》，《民族文化》１９４２年第２卷第８、９合期）；吴文藻亦指出，目今西洋所谓应用人类学，大都是以殖民行政、殖民教育、

殖民福利事业，以及殖民地文化变迁等题目为研究范围（参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１９４２年第１卷第５、６合期）。



中国则可另换一种眼光，“人类学的应用，将为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以及边疆文化变迁的
研究”。① 关于这一问题，马长寿明确提出，中国边疆有异于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性质，“欧美的
应用人类学只利用人类学的一部分原则观点方法和知识以为控制殖民地的技术，显然对于一
般人类学的原则未能大量的应用，所以结果仍然不免出主入奴的弊病，科学为野心帝国之奴婢
而已。中国边疆与帝国殖民地既不可同日而语，故中国边政于人类学的应用不当限于应用人
类学，而须一方面修正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于此科学之广泛领导中寻求适合于中国边政的特
殊情况”。②

其次，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中国民族学者还对早期民族学的“进化论”观点展开了
批判。
自从达尔文《物种起源》（１８５９）一书发表之后，进化论一度成为欧美学术界最时髦的学说。

在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的摩尔根（Ｌ．Ｈ．Ｍｏｒｇａｎ）和英国的泰勒（Ｅ．Ｂ．Ｔｙｌｏｒ）、斯宾塞（Ｈ．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人都主张用进化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该学说响应者甚众，形成了风
靡一时的进化学派。诸多史实表明，早期中国民族学者多对“进化论”持认同态度，并将其视为
一种“公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曾广受关注，并被广泛宣传和推介；时至１９３５年，蔡元培
还撰写了一篇题名为《民族学上之进化观》的文章，从正面评价的视角对民族学意义上的“进化
论”做了专门阐释。③

不过，１９３３年，吴景超的《民族学材料的利用与误用》一文检讨了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民族
文化发展阶段论”，认为此种理论与许多文化传播的事实相冲突，“文化并无循一固定路线发展
的理由，也无可以证明人类以往的文化，系循一固定路线发展的事实。那些想从民族学的材料
中，追溯人类文化发展的，不是缘木求鱼，便是刻舟求剑”。④ 至１９３６年，林惠祥更是撰写长文
探讨了“进化的界限”，即人类的文化确有进化，但不能即依旧进化论派的观点而笼统概括说
“凡文化或民族都是进化的”：（１）人类全体是进化的，但民族不定———不能保证其中的任何民
族都是进化的。（２）长时段来看是进化的，但某一特定的短时段不定———自有人类以来全部的
总结果是进化的，这也是容易证实的常识，但这全部时间中的任何一段却不全是进化的。（３）
“全文化是进化的，但一部分文化不定”。⑤ 作为呼应，卫惠林则对“进化论”者提出的“原始民
族”概念给予批评：
然则什么是原始民族？此名词在过去的许多进化论派的学者，很单纯的认其为对文化进步之低级阶段

的民族之称呼。冒尔根曾尝试由发明与工艺技术之特点来细分文化阶段。以文字与火器之发明为文明与野
蛮的分界线。此种方法已经由许多事实，否认其价值，因为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之成长，因其地理与历史的
关系，并不一定经由同样的程序。尤其物质文化之进步，由于各民族对不同的环境之适应的需要，与习尚的
变迁。所以进化学派所做的任何尝试，如斯宾塞的政治阶段说，格鲁采（Ｇｒｏｓｓｅ），哈恩（Ｈａｈｎ）的经济阶级说，

苏特兰德（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之智识进化程度说，其划分之阶段无论其简单与复杂，都有许多不合事实之缺陷。⑥

再次，民族学家们纷纷撰文强调了民族学研究的应用性价值。
其时，多数民族学家坚持认为，民族学不仅是一种理论性的社会科学，还具有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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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１９４２年第１卷第５、６合期。

马长寿：《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边政公论》１９４７年第６卷第２期。

蔡元培：《民族学上之进化观》，《新社会科学》１９３５年第１卷第４期。

吴景超：《民族学材料的利用与误用》，《独立评论》总第７８号，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６日。

林惠祥：《民族学说的新综合———新进化论》，《民族学研究集刊》１９３６年总第１期。

卫惠林：《民族学的对象领域及其关联的问题》，《民族学研究集刊》１９３６年总第１期。



性，亦正基于后者，民族学的使命，应致力于用宏大的理论构架和精细的分类研究，推动政府层
面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① 具体来说，民族学的应用性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可做
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计划改造社会或从事实际运动之指针———民族学家以边疆社会、
民族文化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所获资料及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必有俾于彼辈立论行事；（２）透
过对民族的考察和研究，民族学家能够明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政治、经济诉求的差异性，此
为消除国内不同民族之分歧、无形间消弭其隔阂与猜忌之基础；（３）可作为政府推行边疆治理、
实施民族政策的依据。② 陶云逵基于“开化边民”的角度提出，边疆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
文化传播的问题，民族学能够发挥其应用的功能，可对边疆民族文化的形态、功能做深刻的调
查、认知，在此基础上方能谈得上循序渐进地推进现代文化在边疆社会的传播。③ 陶云逵认
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边疆社会新文化因子、制度的方法上能够有所贡献。彼时，一般的社会知
识精英已经认识到，边疆社会的文化现代化问题需急迫进行，但它并不为一般边民所意识到，
“设如任其自然，势必将不可收拾，如一味强迫，终将酿成剧变”。那么，如何改造边疆文化？在
他看来，一个新文化因子和制度在边疆社会的顺利推行，需要用到民族学的研究，发挥民族学
研究的功用。④ 林耀华亦谈到了边疆社会研究领域中民族学的重要性：一方面，“研究边区社
会需要史地的基础学识，系无容疑议的事实。史地情形的叙述和分析要详细精确，使民族或人
群团体间的生活状况、交通情形、冲突斗争、分布状态等，能够一一表现出来”；⑤但在另一方
面，“过去好像方志之流的记载，已不足应付时代的需要了”，“研究边疆亟须方法的训练和眼光
的培养，已是无可疑议”，用民族学的方法，在边疆社会划分区域、民族或团体，以做分头的考察
和研究，是研究边疆社会和边疆民族的重要途径。⑥

总体而言，根据时人的亲历观察，民族学家的研究所得，对于破除国内各民族间的猜忌仇
视以及推行边政，裨益匪浅；故欲实施孙中山民族主义纲领，借此沟通各族文化，实现各族团
结，则非借助民族学不可。⑦

民族学家对西方民族学的深刻认识和谨慎检讨，以及他们对民族学在中国的本土化构想
和实践，最终成为他们构建“中国化”学科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经吴文藻等民族学家倡议而
创设的“中国边政学”，可被视为中国本位学术体系构建的一次具体尝试。吴文藻认为，“边政
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通俗地说，边疆政治就是管理边民的公共事务。用学术语，
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一方面，“边疆政治是地
方政治的一种，系对中央政治而言”，故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边疆地区生活着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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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这一问题，蔡元培指出：“民族学不仅为一种理论的科学，还应成为一种应用之科学。盖以民族学之研究，于实
际政治，如边政、边教之推行，民族文化水准之提高，有莫大之助益，不仅有关学术而已也。”（何联奎：《蔡孑民先生对于民族
学的贡献（上）》，《民族学研究集刊》１９４３第３期）杨堃强调：“民族学之纯理研究，可以供给社会科学以无数之可靠的假定；民
族学之实地调查，尤其可以供给民族改造之妥善的计划以及达到三民主义之切实的根据。”（杨堃：《民族学与史学》，《中法大
学月刊》１９３６年第９卷第４期）梁钊韬亦指出，不应将民族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实用的边政设施，可就功能的观念，

将民族学与政治学贯通起来，“纳人类学的理论于实践的道路上，这么一来，边政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
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鉴”。（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
施》，《边政公论》１９４５年第３卷第１２期）

⑦ 古道济：《近代中国民族学选目绪言》，《社会学讯》１９４７年第４期。

陶云逵：《开化边民问题》，《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０８—６２０页。

陶云逵：《人类学研究之实用问题》，《云南日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７日。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从书斋到田野》，第１７４页。



少数民族，此为人类学的研究目标；就此意义而言，边政研究将政治学与人类学贯通起来，由此
可以创建一个“边政学”。①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前五六年里，中国的边疆研究传统与自西方舶来的民族学
形成了有效的对接互动，由此产生了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代表性学术流派———“中国边
政学”。梁钊韬对此问题感触颇深，曾指出：吴文藻著文提出“边政学”一词，就是要把人类学应
用到实用的政治设施上，这种以人类学观点为主、政治学观点为辅，以推进“边政学”为主要内
容的主张，在事实上不再将人类学的研究视为纯理论的学问，即在实际的边政实施过程中，用
功能的观念将人类学与政治学予以贯通。换句话说，就是纳人类学的理论于实践的道路上。

如此，边政科学理论的确立，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造，而执行边政的人治理
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得有所借鉴。②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中国边政学的创出，实际上既是
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主张和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化进一步的
实践性的尝试。③

需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化”的民族学这一主题，并非要刻意强调西方／中国的二元对立。

如果说，西方民族学以求异为目标，那么中国的民族学家却可以在本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习俗
的资源世界里依托西方民族学的成熟理论和研究框架，探索“求同存异”的话语构建，既尊崇西
方民族学的理论和应用价值，又不讳言其伦理意义上的缺陷。于是，通过梳理这段学术史，我
们将会发现，摒弃一切教条与偏见，从田野调查实践中追寻中国民族学的独特价值，呈现中国
民族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民族学家努力构建“中国化”的民族学的基本路径。

二、历史学家的“民族”认知与中华民族历史叙事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一些历史学者发现，“民族”一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意味，它

往往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联系在一起，成为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治理的一
个经典性难题。时人认为，１９３２年日本人扶植的“满洲国”，正是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宣布
独立建国。既然日本人可以扶持一个伪满洲国式的“民族自决”，同样英国人在西藏、苏联人在
外蒙古均可以依例次第而行，稍有不慎，则可能正如时人所担忧的那样，必然将如人体内蓄的
毒疮般，迟早要腐烂开来。④

作为应对，一些历史学家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着手：一方面，从构建统一的历史叙事和历
史记忆入手，为全体国民描绘“中国文明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强烈印象，希冀以此构筑全体国民
共同拥有的历史情感认同———不言而喻，民族主义历史学家阐释过去，实际上是为了观照当
下；另一方面，作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他们虽然将主要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但所处的时代并不
允许他们做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时代的洪流，积极回应现实，参
与到社会普遍关注的政治、民族问题讨论当中来。

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的傅斯年就敏锐地观察到，“民族”概念具有强烈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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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１９４１年第１卷第５、６合期。

梁钊韬：《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边政公论》１９４４年第３卷第１２期。

周星：《“边政学”的再思考》，王庆仁等主编：《吴文藻纪念文集》，第３９页。

莫言：《谈谈民族自决》，《礼拜日周报》１９３８年１卷第３期。



性，一些民族学领域的研究者在西南部中国“发现民族”，“巧立民族之名”，从事探寻相关边疆
民族之族源的研究，不过是拾殖民主义科学之牙慧，有怂恿西南边疆脱离中国之嫌。为此，傅
斯年提出了三点办法：（１）慎提“民族”“边疆”等颇具刺激性的名词，“此具有政治上之重要性”；
（２）民族学研究假学术之名，“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实”，以思想影响政治，应予取缔；（３）
弘扬“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义，用历史研究证明“夷汉一家”论。① 傅斯年的观点在当时影响
颇著，特别是“中华一体”“夷汉同源”的立场，引起很多历史学者的共鸣，纷纷撰文予以呼应。②

这一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亦对“民族”一词抱有某种警惕和不安，但他并未盲目迎合
傅斯年“慎谈民族”的学术政治立场。顾颉刚认为，如傅斯年那般避谈“民族”的办法，不过是一
种“讳疾忌医的态度”，不当采取。根据他在游历边疆省区之际获得的观感经验，一些帝国主义
侵略者的急先锋早已深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编造出各种虚假的历史和神话，用以笼络当地边
民，“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做的工作他们会做，我们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

顾颉刚认为，“要想对付他们，唯有我们自己起来，向边地同胞讲实在的历史，讲彼此共同光荣
的历史，讲全中国被敌人压迫的历史，讲敌人欺骗边民的历史，讲全民族团结御侮共同生存的
历史”。③ 顾颉刚毫不讳言，他将个人的研究兴趣从学术性的高文典册转向现实性的边疆民族
问题，完全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碰到这空前的国难，才觉得我们的态度有改变的
必要，我们的工作再不可对现时代不负责任了”。④ 正基于“学以致用”的立场，顾颉刚从地理、
民族两个层面驳斥了那些分化中国的“荒谬理论”：就地理方面而言，日本为征服中国必先攫夺
满蒙，便硬造出了“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以便将中国边疆析出所谓“中国本部”之外，鉴于此，他
强烈建议“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从民族方面来看，根据他的观察，“民族”是一个极具巫术
性的概念，因有“民族”之分野，原本属于个体私人间的构衅，变成了民族间的纠纷和斗争。如
果说“中国本部”一词是日本人出于分化中国的企图所做之恶意宣传，那么“五大民族”却非敌
人所造，反而是中国人作茧自缚———因有“民族”之别，便有“民族自决”之谓，此为帝国主义分
裂中国边疆提供了方便法门。⑤

那么，如何应对“五大民族”之恶意宣传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自决”风险呢？１９３７
年１月，顾颉刚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政论文章《中华民族的团结》。文中提出，“在中国的版图里
只有一个中华民族”；⑥这个中华民族内部的组成分子，则可细分为汉满蒙回藏夷等“种族”。
至于如何区分“民族”与“种族”，顾颉刚做了详细论述：
我们在作文或说话时，常把“民族”和“种族”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种族是物质的现象，指着人们所受祖

先遗传的骨骼形态而言；民族却是心理的现象，指着一个人群的团结情绪而言。在一个小国中，只有一个种

族，自然不必在种族之外再讲民族。但在一个历史悠久或地方辽阔的国家，则种族必然很复杂，她必须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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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傅斯年：《致顾颉刚》，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７册，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０５页。

彼时，张廷休从语言、传说、历史与体质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夷汉同源”论，继而提出，“如果滥用‘民族’二字，随便说
夷汉是两个民族，中华民族之中又分什么云南民族，这不但忽视了历史，而且在目下对于抗战的影响实在太坏了。听说现在
日寇正在勾结暹罗，宣传滇桂为掸族故居而鼓励其收复失地。我们如再叫着云南民族，这正是在替敌人做宣传工作了”。参
见张廷休：《西南民族问题与边疆教育》，《训练月刊》１９４０年第１卷第６期。邱椿则指出，从历史上说，中华民族在最初即为
一混合民族，不应将其再区分为若干民族，因此，今后国人在语言文字上，最好将“民族”这个名词的应用专限于“中华民族”。

参见邱椿：《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教育通讯（汉口）》１９３９年第２卷第２３期。

⑤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９期，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３日。

顾颉刚：《我为什么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１９４７年第２期。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０日。



民族主义来保护她生存，而不能复持狭隘的种族之见。例如美国，差不多容有全世界的种族，但是美国人仍

自以为是一个民族。中国更是这样，她已融化了好许多种族结为一个民族，而且融化的工作至今还不曾

停止。①

顾颉刚认为，“五大民族”一说与事实不符，冒昧使用只会“用名以乱实”，渐至“用名以乱
国”之境地。② 也正是基于此种理念，顾颉刚严厉批评一些民族学、人类学家随意使用“苗民
族”“瑶民族”“罗罗民族”“僰夷民族”等词语和称呼“说话作文”的行为，认为其不过是对帝国主
义者的随声附和，“直陷国家于支离破碎之境地”。③据此可见，与傅斯年讳疾忌医式的“慎谈民
族”之立场略有差异，顾颉刚希冀从学理上批驳“民族”在中国的误植，进而主张“慎用”“民族”

一词。

傅斯年、顾颉刚的学术经历和心路历程，同样亦可见诸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者。其时，金
毓黻主张研究“要学术化，不要政治化”；④但同时又将学术研究视为“救国之术”的一端，即“学
者当以研学所得，表襮当世，应用最新之方法，发扬固有之文化，而中华不亡之征，亦于是乎
在”。⑤ 金毓黻亦留意到学术界对“民族”词称的讨论，故在日记中专门摘录了梁启超对国民与
民族的识见：“梁任公谓：国民与民族不同，一国家可有二种以上之民族，而一民族亦可分为两
国以上之国民。”他进而申论说：“其所立论与今日异趣，今日一国之内多趋于民族一体化。凡
一国家即为一民族之代表，于是梁氏之所谓民族，今则谓之种族；所谓国民，今则谓之民族。所
谓种族，专由血胤分析之，同一种族不必同一之国家；所谓民族，不专由血胤分析，又有语言、文
字、风俗、宗教、文学、国土、历史之成分在内，不过种族一端为其重要之成分而已。”⑥

与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等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角度来认知“民族”概念，

主张慎提、慎用“民族”，以期消解“民族自决”风险的观点相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进行了批驳。在他看来，这一命题实际
上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味，颇与客观的事实相背离。翦伯赞自然明白顾颉刚
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良苦用心，但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社会意识有时候并不一
定能够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尽管顾颉刚主观想象“中华民族是一个”，但这并不符合客观事
实，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不等于民族“消灭”，新时期的“民族团结”更不应发展为“民族消
灭”。他认为，当时中国境内除汉族之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此为一不容否认的
事实。在翦伯赞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毋宁说是一个尚在征程的
远景目标；过于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存在。

毋庸置疑，抗日救亡所需要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

即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与自由发展的权利，在民族与民族间建立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文
化的平等关系，而非仅基于一种主观空洞的“团结的理论”，将中国国内的一切不同言语、文化
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概念地造成一个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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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④

⑤

⑥

顾颉刚：《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伊斯兰学会的演讲词》（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西北文化月刊》１９４７年创
刊号。

③ 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０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８日。

金毓黻：《静悟室日记》第６册，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７日条，辽沈书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３８８页。

金毓黻：《静悟室日记》第６册，１９４０年１月７日条，第４４５２页。

金毓黻：《静悟室日记》第６册，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条，第４５１８—４５１９页。



族，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的中华民族。① 接着，翦伯赞提出了一个
重要问题：
当着新的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交织的今日，民族主义，一方面成为弱小民族革命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成

为法西斯匪徒侵略的假借。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固然彻底地解放了全俄罗斯所有的被压迫的

诸少数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之下，固然展开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然而在另一方面，希特勒的种族

学说却使东欧诸民族走向奴隶与灭亡的前途。正因为革命的民族主义，在今日被反动的法西斯匪徒所篡窃，

用以为辩护其反对有文化的民族之敌对行为，用以为辩护其对他民族之侵略奴役与剿灭的行为，用以为辩护

其一切非道德与反人性的无耻行为，所以我们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解，必须不要放松这一些站在我们民族解放

斗争对面的敌人的理论，更其不要使我们的理论有被敌人利用的可能。

我们不是用一些谎言与夸大，把自己的民族描写为一种“天生的”“神圣华胄”，而是要依据具体的客观事

实，科学地去理解这个民族。②

在此，恰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的人们疑虑国家主义转换为帝国主义一样，③翦伯赞亦表
达了一种担忧，即所谓的“革命的民族主义”会否成为“法西斯的种族主义”之渊薮？事实上，这
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尽管顾颉刚曾经声明，“并不是摆了大民族的架子，想来压倒中国国内少
数民族”，但他的一番言论在客观上却形成了这样一种后果：“或者要使人听了，以为这又是大
汉族主义的表现，想消灭边民的文化了。”④毋庸讳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在字面上看
确实有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含义。
结合上述考察，我们姑且基于“史观”，将傅斯年、顾颉刚、金毓黻、翦伯赞等历史学家的观

点粗略划分为两种立场：民族主义历史学、马克思历史主义历史学。二者对“民族”的解释和作
为问题的“民族”之应对不尽相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致力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诠释框架，
主张慎谈、慎用“民族”；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和苏联的民族
治理实践来认知“民族”，承认其客观性的存在，但也不否认“民族”身份对多民族国家的挑战，
故主张在团结的理念下解决作为问题的“民族”。然而，我们亦应观察到，尽管两者对民族的认
知分殊，但在救亡御侮的大背景下，他们均致力于同一个崇高目标，即服从、服务于“国族”———
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诠释框架。
上述历史学家有关“民族”词义和内涵的讨论，本质上是为了应对“民族自决”带来的风险，

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国民政府创出“国族—宗支”理论提供了理论储备和舆论准备。１９４３
年，以蒋介石个人名义出版发行的《中国之命运》对“国族—宗支”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宗支理论”在事实上运用地域的直观性来统合民族的隐晦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人倡导的
民族国家观念相契合，可谓将民族国家观念植入现代中国的一种尝试。为了彰显民族国家和
国民政府法统的合理性，它用“宗支”的理念凝聚蒙藏回满等民族，用以指向过去；而用“国族”
这一被构建出来的共同体来统合全体中国国民，借以彰显当下。其目标在于从政策导向上淡
化个体的族群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竭力避免各族民众因族属认同问题而导致隐伏的
政治冲突。⑤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顾颉刚将“民族”置换为“种族”，还是蒋介石将“民族”转换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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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② ④ 翦伯赞：《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苏文化》１９４０年第６卷第１期。

详参冯建勇：《民国边疆政治实践中的“民族自决”之讨论》，《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２０１５年总第１８１期。

参见冯建勇：《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探讨》，《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
第２期。



族”，这看起来仅仅是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然究其实质，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看，它遵循了“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及其话语体系，希冀以此塑造同质性的国民，构建单一
民族国家。不过，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显然没有留意到，他们所阐述的中华民族“一体的独特性”
恰恰在现实的边疆政治实践中遇到了“一体化困境”———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力倡“中华民族是
一个”“夷汉同源”等，原本是为了阻遏“巧立各种民族名目以招分化之实”，维护民族团结一体，
但在一些边疆民族精英看来，这种“民族宣传”不啻提倡“民族同化”。苗族人士鲁格夫尔即明
确表示反对“夷汉同源”之说，唯希冀政府当局能给予边疆民族实际的平等权利；并认定所谓
“国族”口号之下的“黄帝子孙”宣传不过是变相的大汉族主义，它不仅不能团结各民族一致对
日，反而会“引起民族间的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① 事实证明鲁格夫尔的担心并非多
余，据黄奋生的观察，边疆民族精英普遍抱有这样一种焦虑：如果说，中央政府和汉族精英提倡
“同为中华民族的儿女，何必强分彼此，树立异同”，但对于边疆民族精英来说，这无异于“民族
同化”，他们生怕在一个“美利坚型的中华民族”的口号之下，没有了自己所代表的某某边疆民
族名称的存在。②

多年以后，费孝通在检讨这一问题时曾指出：“他（指顾颉刚———引者注）既要保留西方‘民
族国家’的概念，一旦承认了中华民族就不能同时承认在中华民族之内还可以存在组成这共同
体的许多部分，也称之为民族了。”③这正是傅斯年、顾颉刚等历史学家在研究中不得不面对的
理论陷阱：一方面，在对内层面，他们坚决拒绝使用民族—国家的概念来界定中国的含义，认为
“中国”是一个通过历史演化而获得了自身同一性的整体，在这个前提下，变化与多样性而不是
单一起源和单一民族构成了“中国”的实质性内容；在对外层面，尽管对“民族”这一概念抱有天
然的警惕，但受制于既有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他们认识到，中国要想列于世界民族之林，又
不得不拥抱这一体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等概念的创出和构建即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民族学家的“民族”解释框架与“民族”叙事

前述国内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大多从“国家本位”的视角将维护国家—民族的一致性视
作抗战胜利之基础。较之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汲汲于撰述单线的中国历史、强调中华民族文
化的一元性，一些民族学家和民族志社会学家尽管主张在“中华民族”框架内做民族的调查研
究，但未必都认可一元性的“同化”理论。
与历史学家希冀透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来化解“民族自决”之风险相反，同一时期

的民族学家发表了一些文章，试图揭示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异性。
民族学家江应樑透过对广东北江 人的研究，提出了如下见解：
今日之中华民族，绝对不是以一般所谓之汉民族可以概括一切的，也不是如一般所谓之汉满蒙回藏五族

可以概括一切的，把汉族看作主人翁来代表中华民族是绝大的错误，把中华民族分为汉满蒙藏五族更是绝大

的荒唐；……今日之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谓分歧的。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

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④

４３

　《民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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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２１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３日。

黄奋生：《中国边疆民族自决自治问题之研讨》，《中国边疆》１９４２年创刊号。

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全集》第１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０页。

江应樑：《广东 人之今昔观》，《民俗》１９３７年第１卷第３期。



由此可见，江应樑心目中的“中华民族”，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从内部来说，不
能将汉族等同于中华民族，同样亦不可将汉满蒙回藏五族等同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本应包含
“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在内，这表明，中华民族内部具有人群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第二，从对外层面来说，中华民族“实是整个的，同一的，而无所谓分歧的”，就此意义而言，“中
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民族”，其他如汉满蒙回藏苗瑶等民族则分别为这一整体民族中的一个
“支派”。①

具有考古学知识背景的李济则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中获得灵感，提出了另一种阐释思路。
不同于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李济并不忌讳“民族”的提法和用法。他通过研究指出，从中国历
史的开端时起，古人的头脑中就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概念：一个可以称为“我群”，即被
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另一个则为古人所谓的野蛮人，可称作“你群”。这
两个人群之间的分野不意味着政治的分界，而仅仅具有民族志意义上的区隔。② 显然，李济从
传统王朝国家的“大一统”理念中获得了思想资源，希冀以此来化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紧张：既
然古代中国就存在华夷差异，且不影响政治上的大一统，那么，当前中国内部尽管有民族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但这种差异和多元仅具有民族志之类的意义，自然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的一
元性。
在一些深入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家看来，承认和尊重国内各民族的实际存在，

是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一批民族志社会学家，即
对中国内部各民族的文化接触持温和的乐观态度。吴文藻在１９３９年发表的《论边疆教育》一
文中重申了他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提出的观点：（１）一国家可以包括无数民族，一民族亦可造成
无数国家；（２）欲求国家内部民族团结、政治统一，务必要尊重边疆民族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
和风俗习惯，惟有通过沟通各民族文化，俾使“多元文化”冶于一炉，方能成为“政治一体”。③

吴文藻提出，民族与种族有别，“民族乃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故为文化的概念；种族乃体质
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故为一生物的概念。文化上的民族与生物上的种族，二者绝对不能混作一
谈。国人常有误用民族为种族之义者，因而昧然主张应用民族一词，此种指鹿为马、因噎废食
之论，殊属不当”。④

费孝通在回应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中亦指出：文化、语言、体质相同的人群不必
同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亦不必是拥有混一文化、语言、体质的共同体。就此而言，民族国家
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同一的代名词，谋求国家政治的统一，不必强求消除民族文化的异质性。
“民族问题”被赋予政治意味，并作为一种政治口实予以提出，乃是因为一国内部存在着事实上
的不平等。一个国家内部发生民族间的裂痕，并不在于民族间文化的差异，而是出于民族间在
政治上的不平等。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非要清除一国内部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和界
限，而重要点在于消除因文化界限而形成的事实上的政治上的不平等。⑤ 换言之，一个国家内
部民族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政治上的统一。这一观点大致反映了费孝通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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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应樑：《广东 人之今昔观》，《民俗》１９３７年第１卷第３期。

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页。

吴文藻：《论边疆教育》，《益世报·边疆评论》１９３９年３月５日。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１９４２年第１卷第５、６合期。

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边疆周刊》第１９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１日。



提倡的“撇开价值问题，用极客观的态度来观察，来叙述”的研究取向。① 其时，卫惠林亦尖锐
批判了以“夷汉同源”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在他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
提法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观点，毋宁说是一个政治议题；从学术的立场出发，诸如“中华民族一元
论”，“反对提出‘边疆’或‘民族’的字样”，“高倡中华民族以下不再提出什么民族”之类的说法，

既不合政治原则，亦不合科学精神，“其实‘民族’这名辞是指ｐｅｏｐｌｅ，而不是指ｎａｔｉｏｎ，即‘民
族’不是‘国族’”；世界上的大国很少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事实上民族的自觉对爱国心之培养
与大民族的团结，并不能成为基本的障碍，反之，如果非要勉强取消民族的自觉则绝非易事，必
然会导致边疆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对。②

梳理“民族”概念和内涵问题研究的学术史，不能不提及民族学人类学家杨成志。杨氏的
一项卓见，即在于他以西学为标准，对“民族”的辩证性认识超出不少同时代的学人。杨成志受
过严格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训练，这样的学术背景有意无意间呈现在他对“民族”概念和
内涵的思考、求证的过程当中。在他看来，如果将“民族”还原至其作为“自然集团”的本初意义
上去观察和研究，研究者会发现，它往往以血缘文化传播、体质遗传、语言遗留等面向予以呈
现。但“民族”一词，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上多数时候又与国家政治紧密联系，形成民族主
义、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等具体意象：从大的层面考量，激发了边疆民族的民族自决与独立建
国之政治想象；从小的方向着眼，则唤起边疆民族追求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权利的诉求。换
言之，“民族”这一词称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当“民族”被置身于民族学、人类
学所言“自然集团”的维度，则为ｅｔｈｎｉｃ或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当“民族”被安放于政治学的向度而与
“国家”毗连，则有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之意。杨成志认为，中文“民族”一词对应于西方ｎ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ｅｔｈｎｉｃ等多个词汇，加之在“缺乏民族学识”的中国学术界，研究者往往脱离具体的
历史背景、文化语言、宗教影响与风俗仪式，刻板地理解“民族”之含义，从而导致“民族”的真义
经常被含混谬用，以至于一般论者动辄将凡关于国家政治或国际关系之问题视为“民
族问题”。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民族学者的杨成志与一些历史学者大不同者在于，因为他既接受过
西方的学术范式训练，又经历过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使得其有关“民族”的一些基本
思考能够观照中西。针对当时顾颉刚、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争论，杨成志提出
了自己的观点。他对顾、费之学术分歧的理解是：“费先生所言之‘民族’近似ｅｔｈｎｉｃ，即多偏于
客观之民族志（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范围；顾先生所言之民族接近ｎａｔｉｏｎ，即倾向于主观民族论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主张，两者各有所偏，要之均可成为有心学术或国家之作。”对于政府当局因害怕
引起民族隔阂或甚至分裂而放弃民族研究之立场，且将“民族”一词避免沿用或宣传，并以“政
治之民族政策”遮蔽“科学之民族研究”的趋向，杨成志提出，“揆诸理论，按乎事实，殊未允当，

盖民族之存在事实未容抹煞”。他断言，政府当局采取“废药忌医”的消极态度，恐其趋势不至
“欲盖弥彰”，或终酿成“物极必反”之结果。④

总体来看，与历史学家对“民族”的批判、回避或抵触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家提出了
一些建设性的思考意见。民族学家逐渐认识到，以欧洲民族国家构建为基础提出的ｎａｔｉｏ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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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中国历史上和当下的民族，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西方话语系统的

ｎａｔｉｏｎ与中国本土的“民族”概念使用传统进行有效对接？彼时，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源自西
方经验的“民族”话语体系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底色有种“水土不服”的疏离，因此在积极推
介西方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从理论
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实现“民族”研究的“中国化”，成为一些民族学家努力探索和思考的重要问
题。从前文所述的实际过程来看，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家为构筑中国本位的民族学而付出的努
力，实际上包含了站在中国民族的立场以超越民族研究“脸谱化”的意图，即借由“中国本位”的
立场———使民族学真正地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而强化民族学的普遍适用性。

与构建“中国化”学术体系的主题同样重要的，是民族学家对民族—国家这一时代性议题
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表达。他们或爬梳古今民族、民族关系之流变以做中华民族团结之基，①或
“以学理上的常谈供行政当局参考”，②或对边疆民族进行详尽的田野调查以配合现行的国家
政策，③希冀服务于消泯民族偏见、统合国族认同之目标。正是就此意义而言，这个时代的民
族学家选择了“他者”的视角来观察“民族”，但毋庸置疑，此种选择仍然包含着对“自我”“国家”

的关怀和眷顾。民族学领域的多数研究者的确没有像一些历史学家、政治家那样去描写和阐
释中国国内“民族一体”的方面———在相关民族学家的著述中，我们无法看到一个自上而下的、

线性的、统一的中国之光辉历史和现状叙事，但他们却以“在地化”的平视眼光，深刻地理解和
表达了中国“民族”的多元和“民族文化”的特质。

毋庸置疑，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相一致，这一时期的民族学家们研究边疆社会与少数民
族，其目标亦在于改造边疆、开发边疆，但与历史学家汲汲于“民族一体”不同，他们多数主张以
“平等”的理念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藉此促进民族国家的构建。关于这一问题，一种颇具
代表性的观点即是，蒙藏回苗等民族居住的边疆地方，与中央不是殖民地的关系，不是藩属的
关系，也不是如欧美人或日本人所说的保护国与宗主权关系，而是中华民国地方与中央政府之
关系，“在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决不允许有差别歧视的态度。大家应享的权利，丝毫不能剥
夺他们，但大家应尽的义务也不应随便躲避。藉口少数民族而免其应有的负担，从长时间看，

是最不聪明的政策”。④ 显而易见，如果说，一百年前的西方民族学重点强调“识异”，即致力于
发掘“我群”与“他群”之差异性；那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求同”，强调“民
族一体”，倡导“中华民族是一个”；同一时期的民族学家则坚持“求同存异”，一方面遵循“中华
民族”的总体框架，另一方面又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分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并主张在
“平等”的理念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一体。这一研究路径呈现了“中国化”民族学的独
特理论贡献和重要实践价值。多年以后，重读这一时期民族学家的著述，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
这些“他者”对本国家、民族无时不在的审视、批评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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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国化”和“实践性”的两个主题，本质上有着同样的现实关怀，归根结底，其目
标均是为了彰显民族学的现实应用价值，以“学术救国”的精神，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政治实践。

四、边疆（民族）的历史再造与新史观构建

恰如一部“二十四史”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中国历代官修史书中的边疆（民族）历史叙事经
常描绘如下图景：长城以外游牧地带及其居民，“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蓄也，是以
外而不内，疏而不戚也”，①故而居住该地的人群，被描绘为具有蛮夷色彩的“边患人群”；不过，
由于来了一批中原汉人，“野蛮”的边疆地方最终变成了经济、文化繁荣的“中国”的一部分。正
是从这样一种熟悉而刻板的历史叙事出发，传统的边疆（民族）研究描绘了一幅以中原汉人为
主动，四方民族为宾位，由中原到边疆、由中央到地方、由国家到社会的扩张历史画卷，进而构
建起了国家强势扩张的历史面向。由此，前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和边疆民族被王朝统治者置
于一个“来者纳之，去者不追”的羁縻治理框架之下；与之相对应，王朝官修史书与内地主体知
识精英对边疆地方和边疆民族的文本书写，亦多具有“中原中心主义”史观的色彩。
迄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国民政府的西迁，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得以深入西南、西北边

疆地区，对边疆社会、民族和文化有了直观认识。诚然，这一时期的学术界主流观点，仍是站在
“国家本位”的立场，将维护民族—国家的一致性视作抗战胜利之基础，故而强调“中华民族是
一个”，希冀利用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和资源价值，同时还一意强化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但也应观察到，一些深入边疆地区调研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通过自身的田野调查，从“在地
化”的视角，提出了一些迥异于“中原中心主义”史观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观点。
其时，民族学家经由边疆田野调查，对历史上边疆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污名化”问题有了深

入思考，并开始从学理上予以反省和检讨。卫惠林批评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表明，“华
夏蛮夷”的传统偏见自有史以来一直支配着中国史家的头脑，“现在我们在政治原则上早已确
立了‘国内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主义，可是在学术界却还有一些人立脚在原始观念上，研究中
国民族史，致有学术跟不上政治之感”。② 民族学家江应樑则透过对广东北江瑶族的个案研
究，阐述了“华夏蛮夷”观的生成及其恶劣影响：
国人一向的错误是对蛮夷民族的轻视，这种由历史上给我们的一贯传统的恶劣见解，直到现时还不能完

全打破。历代统治者及士大夫，对于边境蛮夷民族，都存着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因而对蛮夷民

族，自来便将其摒之治外，国家政治力量所施给蛮夷民族的，不外是残杀、压迫、驱逐、羁縻、同化诸种手段；不

仅不将之视作“齐民”，且比之为虫、为犬、为豸。在此种情势下，使几千年来本可作为中华民族中坚分子之良

好人民，却被隔绝而形成为两个对立的个体，两方面隔绝愈深而相互间的了解亦愈不易，因此，其生活、习性、

文化，均长时期的隔绝演变而形成大不相同的两个个体，由于生活文化之不相同，于是所谓汉民族者，拥有高

度的文化及自居统治者的地位，便看不起这为时地所迫使其文化落后生活简单的蛮夷民族，在蛮夷民族本

身，则为着一向受汉民族的高压欺凌，对汉民族便抱着一个仇视畏惧的心理；有着此种隔核（阂），因而使整个

中华民族，分为数个对立的甚至敌视的个体，这实是今日言民族复兴者所应首先设法解除的一种民族联系间

的大障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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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看待汉文史书中有关少数民族扰乱、叛乱的记载问题，江应樑基于民族学理论做
出如下解释：“对于这种扰乱，我们却不能依据一般书上的见解，认为是由于 民的‘习性凶
悍，惯为劫掠’，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致；这种叛乱，说大一点，是两个不同体系的人民在
争夺土地的、政治的、经济的所有权；说小一点，是汉民族过分地歧视 民，并对 民生存的途
径上给以极大的阻力，使此种人民为着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反抗。”①

另一位民族学家杨成志在边疆田野调查的经历中得出了与上述江应樑大致相同的见解。
他认为：“至我国西南、西北、内外蒙，东北和台湾的无数边疆民族和部族，其体型特征、文化现
象与语文结构，从来是被国人遗弃或鄙视，认为‘化外集团’或‘野蛮土著’的。谁知二十余年
来，经一般民族学田野工作者努力于调查、考察，收集品物和发刊专门报告后，国人才知道所谓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生体型态，简直与我们所谓以朝为名的汉族并不差异（除新疆的少
数族外），其文化则不无特征。”在另一方面，“至蒙、满、回、藏、摆夷、苗、罗罗、么些，他们觉得在
明清两代的个人笔记或地方志书实找不到头绪，只能从今人民族学者直接观察的报告中才能
告诉国人民族体型、文化与语言的真况”。② 在杨氏看来：
各民族具有各民族的原有文化，不论其开化的，或未开化的，或野蛮的。窃考中国的经，史，子，集……所

载的材料，无一不是汉族的私有表现。我们现在要把苗夷的各种文化在书籍上还他们原有的地位，增加我国

学术上的光辉，是以不能不加以调查，采访和比较的研究。③

我们又看见许多种关于中国民族史或人种论的著述，这确是作者从纸堆里选出一部分史料的劳绩表现，

但最少有五种疑问摆在我们的眼前。（１）这些史料的来源是否为真知灼见的纪实？或属捕风撮影的谈料？

（２）以朝名，或地名或人名或断片的事态，而叙述某个集团，是否足以代表整个民族的全体？（３）根据最多不过

四千年的有限年代，是否可藉以解答人类在史前时代已经迁移或混血的史实？（４）死而零碎的局部叙述，能

否适合生而活动的文化推移，语言递变与混血影响的全面？（５）就算能利用十足十的所谓历史方法以支配材

料，其结果能否包含生体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考古学的和化石学的根本科学条件或发现？④

基于上述“还原苗夷的各种文化在历史上原有的地位”之宏愿，杨成志提出，从方法论的意
义上说，史前人类与文化的再生与重造，并不能从“字纸堆里”或“毛笔尖头”中推求出来，而只
能是由“锄头”与“田野”中获得。质言之，民族学能够贡献于新学术的地方，正如史前或考古学
所具有的特质一样，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的研究，不能专靠字纸堆来找材料，而是需要用民族
学的方法展开实地考察的工作，借此打破“考据与臆测”的旧枷锁而自动建立新的“实验园”。⑤

与此同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亦对历史上内地与边疆、汉人与非汉民族的关系，以及边疆
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早在１９３６年考察绥远期间，范长江就
反思了中国历史书写当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方向。他说：“如果我是蒙古
人，我读现行的中华民族史，一定给我很坏的印象，因为现在所谓中华民族史，大半是以朝代为
纬，以汉族历史为经，而不是将蒙藏等族合并编制，这不能叫做中华民族史。所以最好由中央
研究院设立各族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平等眼光，重新清理各族史事，以新的观点，记述各族之关
联。平等记述各族之光荣事迹，表彰各族之优点，纠正各族之缺陷，努力各族文化经济之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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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江应樑：《广东 人之今昔观》，《民俗》１９３７年第１卷第３期。

⑤ 杨成志：《今日中国人类学与民族科学的贡献》（１９４８年），《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３５８页。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１９３０年），《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第４１页。

杨成志：《广东北江 人调查报告导言》，《民俗》１９３７年第１卷第３期。



提倡各族之自然的相互的融化，育酿成包含各族美德之新中华民族，始为理想的中华民族
史。”①其时，顾颉刚亦撰文指出，那种以汉人为中国本位而排屏他族于中国国外的态度，最易
激起他族的不安心理，是故，汉人应当彻底废除“附庸”的谬见，需用平等的眼光和同情心来看
国内各族，尽力增进彼此的了解。②

迄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作为对前述“华夏蛮夷”传统史观的检省，已有论者提出要构建一种
新的历史观，亦即研究边疆历史，切忌以某种单一的文明史观展开研究，诸如传统意义上的“中
原中心主义史观”、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史观”均会失之偏颇；在内容和材料上，亦须将中国传
统的官修史籍与边疆本土文献，乃至域外的古典史料全部囊括在内。③ 换言之，边疆地区作为
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受到不同文明的影响，而决非孤立的发展；从史观上说，边疆（民族）研究需
要站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量。其结果，根据时人的观察，“近数年来，中西历史界形成了
一种新的趋向，即以边疆历史去解释整个历史过程与发展”。④ 受上述边疆研究在地化的视角
和中国边疆本位新史观的启发，一些留心边疆问题者开始认识到，以边疆社会、边疆民族的视
角去解释历史过程，对中华民族或许会获得更正确的认识。他们还对传统的研究取向进行了
反思：“对于边疆文化及民族历史，历史家泰半都根据历代官书及汉族观点去研究，失去了历史
的正确与公平。明白了用边疆民族去解释历史过程，对原始中华民族的存在及自后的繁衍与
发展，自然有更正确的认识。目前新的交通工具已渐次展延，超越了地理文化的限制，历史已
不再把中原及边疆分隔开来，文化上的边疆亦渐渐随孤立生活的突破而慢慢地消灭，但尚未进
至融和无间的地步。”⑤

总体来看，彼时，一些深入边疆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民族学家将观念、历史与现实（经验）
予以紧密结合，展现出对边疆社会现实的强烈感悟力。正因如此，他们一方面能够面对边疆现
实，对西方民族学的学理根源和历史脉络加以深刻检讨，呈现中国民族学的应用性价值；另一
方面，又能够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边疆社会和边疆人群为本位，反省与检讨历史时期的边
疆文本书写和边疆话语，追求观念上边疆与内地、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平等性。其结果，边疆
社会、边疆民族在历史学、民族学的叙事体系当中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地位。在一些研究者
看来，边疆研究不仅具有学术重光的意义，还具有划时代的实践性意义，乃因边疆（民族）在当
时具有重要历史地位：（１）于物质的层面而言，中华民族团结一体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边疆
民族居住的地区则可为获取战时资源的基地和争取外援的前沿；⑥（２）于精神的层面来说，正
如孔子所言“失礼求诸野”，边疆地区多层次的民族文化，可以为内地提供想象不到的生机和活
力，“恢复那久已瘫痪的半个中国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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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０日。

黄震遐：《从史的立场观察新疆———关于重写新疆史的几点意见》，《申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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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遐：《从史的立场观察新疆———关于重写新疆史的几点意见》，《申报》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关于此问题，顾颉
刚、陈寅恪亦有过精彩的论述。在顾、陈二氏看来，中原文明不时面临衰老、颓废的危机，但总能从周边和边疆民族的“异文
化”当中吸取强壮、精悍的文化血脉，从而使得其“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新机重启，扩大恢张”，维持其作为“中华文明圈”

中心国家的地位。详情参酌顾颉刚：《我为什么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西北通讯》１９４７年第２期；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
测后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４４页。



五、结 语

一般而言，民族共同体在对内层面具有“聚合性”的特征，这种“聚合性”通常基于共同的语
言、风俗、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具有无与伦比的内聚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如何对
民族共同体加以合理而有效的规训和引导，成为抗战时期国内不同学科领域学者普遍关心的
一个重要议题。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民族学家，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有
诸多分歧，但普遍将构建中华民族视作一项神圣使命。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中华民族是一
个”，或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含在内的各个分子拥有共同的历史，这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连
续性，同时也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演进方向。为此，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均将民族视
作重要的社会学和历史学价值实体。历史学家隐约地意识到，民族与国家有紧密的关联，却不
能与国家混为一谈；民族学家则深刻地认识到，民族尽管具有某些文化的因子，然亦不可与种
族混为一谈。基于这种认识，两者的民族叙事框架与理论逻辑有很大不同：历史学家执拗于王
朝、国家的视野，自上而下地叙述边疆社会和边疆民族；民族学家着重探讨“作为基本的人”的
生物性、社会性，以平视的眼光观察和阐释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
亦正缘于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如何使用“民族”词称和中国

民族现状的认识判然有别。出于国家层面竞争失利而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挫折感，一些历史学
家倾向于从边疆地区面临的民族分离危机来思考问题，故而从学术层面构建中华民族绵延不
绝的历史，希冀能够将边疆、民族统合到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框架之内。历史学家顺应时势，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们用最为简单明了的方式大胆回应社会迫切关注的边疆、民
族问题，因而收获了普遍的欢迎和掌声。但对于一些民族学家和民族志社会学家来说，民族与
政治间的紧张让他们感到不安，毕竟，“中华民族是一个”意味着同化，若在同化方面要求过于
严格，可能会使那些被同化的边疆民族感到沮丧；并且，这一同化策略有可能强化某些边疆民
族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以族群认同或文化认同为号召，在事实上则会割裂中华
民族认同。于是，他们提出，与其说将政治民族的界定奠基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共同性
假设之上，不如将“民族平等，文化多元”作为认同“中华民族”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民族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学术观点上未能求得一致，但建立在前述讨

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时人逐渐认识到，历史上的华夏边缘群体在民族国家时代已经被赋予极
大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在动员大众的政治活动中能够迸发出强劲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基于
中国边疆本位的历史观，从“在地化”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并尝试从学
理上检讨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而将边疆社会与边疆民族置于更加重要的历史地位。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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